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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都市圈的概念辨析及发展应用议题探讨
□　张艺帅，王启轩，胡刚钰

[摘　要]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对于我国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决策具有重大意义。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大都市区 /
都市圈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探索历程，明确其在西方语境下的概念内涵；其次对我国的研究及实践历程进行简要综述，并基于
中外差异探讨我国都市圈的空间组织逻辑及概念内涵界定；最后在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语境下，对我国都市圈发展的
若干应用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都市圈；概念辨析；中外差异；内涵界定；规划应用
[文章编号]1006-0022(2022)08-0037-08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引文格式]张艺帅，王启轩，胡刚钰．我国都市圈的概念辨析及发展应用议题探讨 [J]．规划师，2022(8)：37-44．

A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China/Zhang Yishuai, Wang Qixuan,  
Hu Gangy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tropolitan Region is significant to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origin and practice of Metropolitan Reg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clarifying its connotation 
in western context; Then it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China, discuss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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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面临挑战等现实困境下，以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为目标的都市圈建设引发各界热议。2019年2月，《关
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 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以都市圈为主题出
台的政策文件；“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深
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
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的要求，培
育现代化都市圈成为落实上述国家战略安排的重要抓
手。基于此，有必要追本溯源，对都市圈理论及实践
进行系统性回顾，进而厘清我国都市圈的空间组织逻
辑及概念内涵，并在我国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语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成果斐然，至2021年末，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 64.72％。2010 ～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高等级城市群及省
会城市，人口增量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以不足 3％的国
土面积承载了全国 19.7% 的常住人口、贡献了 31.7％的
GDP，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约为 1.6①，表明未
来我国人口仍有进一步向大城市地区集聚的强大势能。

随着我国大城市的空间不断扩张发展、功能不断外
溢，大城市地区的行政边界趋于模糊，跨域治理面临挑
战。在中心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城镇建设空间趋于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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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对都市圈发展的若干应用议题进
行讨论。

1西方都市圈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
回顾

1.1相关思想和理论溯源
本文认为，现代化都市圈本质上是

“城市—区域”(City-region) 概念在全球
化及信息化时代的全新演绎，可据此对

相关理论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及回顾。
结合谷歌文献 (Google Scholar) 对相关主
题概念分时期搜索的结果 ( 图 1)，可大
致将其演化阶段分为早期启蒙期 (1940
年以前 )、系统发展期 (1940 ～ 1960 年 )、
隐没期 (1960 ～ 1980 年 )、蓬勃复兴期
(1980 年至今 )。
1.1.1启蒙探索阶段

19 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提
出的田园城市 (Garden City) 及社会城市

(Social City) 理论，被视为是近现代社会
“城市—区域”思想的开端。“现代城市”
和“区域规划”的创始人之一—盖迪斯
提出“集合城市”(Conurbation) 等概念，
强调了区域规划的必要性 [1]。而后克里
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和廖什市场区位论的
提出，为现代人文及城市地理学研究奠
定了基础。
1.1.2系统发展阶段

1940 年后，西方国家大城市的空间
组织形式逐渐由城市自身向以其为核心
的更广阔的“城市—区域”形式发展。
1947 年，迪肯森提出了城市发展的“三
地带学说”及“城市—区域”的学术概
念，用以表述结合社会及政治需求构建
的、城市与周边腹地区域紧密联系的经
济地理现象，这被公认为是当代区域人
文地理领域研究的基础概念之一。1957
年，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的“大
都市带”(Megalopolis) 概念，对都市圈
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启发性和现实意义。1966 年，美国学者
弗雷德曼提出了“核心—边缘”(Core-
periphery) 的理论模型，指出在不同的工
业化发展阶段下，区域空间结构呈现离
散—集聚—扩散—均衡的特征 [2]，这一理
论模型对系统化阐述都市圈空间结构的
演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1.3隐没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
系瓦解，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传统福
特主义时代的工业城市遭到前所未有的
重创。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一个
全球分散化的时代，这引发了不少人对
于城市未来前景的担忧，甚至有学者提
出“城市消亡论”。这一时期，城市的
内核危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对于城
市与区域关系的研究相对不足。
1.1.4蓬勃复兴阶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斯科
特于 1991 年提出“全球城市—区域”概
念及“大都市—腹地系统”(Metropolitan-
hinterland Systems) 的空间组织模式 [3]，
将“城市—区域”的研究视野及空间组

图 1  “城市—区域”主题文献历年搜索量 (1930 ～ 2020 年 )

表 1  1990 年至今“城市—区域”的相关衍生概念术语 [5-11]

术语 / 英语词源 代表学者或机构 / 年份 定义

世界城市—区域
World City-region

昆兹曼，1998 年 是在更大区域维度的空间形式，由世界城市、功
能各异的专业化城市及一定规模的密集城市化腹
地构成

全球城市—区域
Global City-region

斯科特，2001 年 是全球化和本地化互动关系的连接点，全球生产
网络嵌入地方生产网络再组织的结果，是城市为
应对全球竞争并实现在世界城市体系的升级、与
腹地城市联合发展的一种空间形态

多核心城市—区域
P o l y n u c l e a r 
Urban Region

贝利和图洛克， 2001
年 /2004 年

由物理空间分离但相互关联的多个聚居体组成：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城市或城镇的地区，城市
之前距离合理且连通性良好，城市地位相对均衡

多中心城市—区域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梅杰斯，2005 年 由多个城市构成，城市是网络中的节点，网络由
基础设施、城市间关系和要素流动组成

功能性城市区域
Functional Urban 
Region

霍尔和佩恩，2006 年 由具有一定就业规模、密度的核心及其功能腹地
( 由日常通勤活动定义 ) 组成的空间形态

( 多 中 心 ) 巨 型 城
市—区域
(Polycentric) Mega 
City-region

由地理连续的多个功能性城市区域构成，一般由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网络作为区域空间结构的表征

巨型区域
Mega Region

佛罗里达，2008 年
/2010 年

是在全球化时代下，依托城市及大都市走廊形成
的新的国家自然经济单元，一般由两个及以上的
“城市—区域”构成，本质上是连续的城市及其
郊区的集聚体

超级城市区域
Super-urban Area

联合国人居署，2011 年
哈里森， 2014 年

超越“全球城市—区域”的更大尺度的社会空间
形态，规模甚至达数亿人，如我国的珠三角、长
三角、环渤海地区及日本的东海道地区等

相关文献数 文献增速图例

相关文献量 / 条 相关文献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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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逻辑拓展至全球尺度，使这一概念在
全球资本流动的定义下，兼具“地域组织”
与“网络关联”的双重特征。著名学者
卡斯特尔于 1996 年提出“流空间”(Space 
of Flows) 理论。他认为，随着信息时代
的来临，是“流空间”而非“场所空间”
造就了全球城市体系，并强调了城市“去
空间化”后作为一个节点在塑造整个网
络体系中的价值 [4]。基于“流空间”理论
与全球化视野，相关研究及术语层出不穷
( 表 1)，这些概念均与当代语境下的“都
市区”“都市圈”乃至“城市群”等概念
有密切关联，但彼此之间在规模形态、功
能等级、空间组织等方面又有一定差异。

1.2西方国家的探索实践
与理论发展相对应，西方国家在统

计及规划实践工作中，也愈发关注超越
行政边界的“城市—区域”现象，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的“大都市区”、
日本的“大都市圈”及欧盟的“大都市
区域”等概念。
1.2.1美国基于人口统计提出的“大
都市区”概念

1910 年， 美 国 人 口 普 查 局 首 次
提出基础统计区层面的“大都市区” 
(Metropolitan District) 概念。经长期演
进，在 2000 年以人口规模、就业通勤
为核心指标的“基于核心城区的统计
区”(CBSA) 概念被正式提出，该概念在
适用性和普及率等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
尽管美国“大都市区”不具有法律地位，
这种划分仅考虑统计程序、不受任何政
策导向影响，但从结果来看，“大都市
区”确保了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科学性，
优化了信息沟通渠道，有效指导了项目
的资金分配、标准制定及落地实施，提
高了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及经济资源配置
的效率。参考美国中心—外围的“大都
市区”划分模式，不少国家及地区开展
了相关的统计区实践，如英国的“标准
大都市就业区”(SMLA) 和“大都市经济
劳动区”(MELA) 概念、德国的“城市地
区”(Stadtregion) 概念、法国的“大都市

区域”(Aires Métropolitaines) 概念等，欧
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有类似的“功
能性城市区域”(FUA) 识别体系。
1.2.2日本基于国土规划的“大都市
圈”概念

中文的都市圈提法源于日本对美国
“大都市区”的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木内信藏的“圈域论”被日本政学界广
泛接受，出于国土规划的政策实践需求，
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了相应研究：
一方面，日本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了多
套统计需要的都市圈测度标准，如日本
总务省的“大都市圈”、经济产业省的“大
都市就业圈”、交通省的“功能性城市
区域”等，而相对宽松的划分标准使得
日本的“大都市圈”概念在空间尺度 
上有超越美国“大都市区”的“隐喻”( 更
低的通勤率阈值、多级迭代的圈域算法
等 )；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地方机
构及各类民间团体出于不同的目的，各
自提出了具有各类政策区含义的都市圈
概念，如日本《国土形成规划》提出了
八大广域地方规划区域，其中首都、近
畿、中部三大都市圈具有法定地位。此
外，在日本历版国土计划中，还有“经
济圈”“广域生活圈”“定居圈”等衍
生圈域概念。在广域层面，日本还曾提
出太平洋工业带、东海道城市群、超级
巨型区域等构想，均属“大都市圈”思
想的延伸。

从内涵来看，美国、日本都市区 /
圈的主要差异在于美国“大都市区”的
界定主体是人口普查局，该概念源于国
情统计普查的需要，注重现代大城市地
域空间结构的现实状态；而日本都市圈
划分的话语权由政府掌控，更加重视现
代大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理论模式[12-13]，
且带有明显的政治、政策意味。
1.2.3欧洲“大都市区域”概念

欧洲有关“大都市区域”概念的讨
论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德国、
荷兰等国是这一概念的早期推动者。一
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
深入，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内部

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拉大，迫
切需要“加强经济和社会凝聚力、促进欠
发达地区发展”②的均衡式空间发展框架。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下，城市之间功
能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这与当时的区
域政治制度存在矛盾与错位 [14]。1999 年
欧洲空间发展前景 (ESDP) 及 2000 年里
斯本战略制定后，“大都市区域”逐渐
成为欧洲区域空间发展政策重要的框架
性概念，该框架涵盖了空间、经济及基
础设施等相关公共政策领域，并跨越不
同的政策部门 [15]。这一时期，欧洲经历
了空间政策的语义转变，即从传统促进
落后地区均衡发展的凝聚力导向，转变
为促进构建具有竞争力核心的集聚增长
导向 [14，16]。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
家”等概念的重要性呈下降趋势 [17-18]，
城市乃至“大都市区域”成为区域及全
球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 [19]，各界意识
到许多城市与区域空间发展问题只有在
“大都市区域”层面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所以，“大都市区域”治理成为欧洲各
国通过协调、磋商和资源共享，提升大
都市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的必然途
径 [20]。欧盟各国的“大都市区域”实践
同样带有强烈的政策色彩，其中法国的
多级市镇公共合作组织 (EPCI) 和大都市
区 (Métropoles)、德国的欧洲大都市区域
(EMR) 等探索实践颇具代表性。

总之，各国的大都市圈 / 区域是一
个多元的模糊概念，包括行政实体、功
能实体、空间实体等多重内涵。大都市
化 (Metropolization) 应当被视为一个多
维进程，包含人口、经济活动集聚等建
构主义维度、空间发展理念和政策框架
的规范—政治维度，以及趋于特定价值
导向及关系的话语维度等 [21-22]。

2我国都市圈的研究探索及规划
实践

2.1相关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结合西方相关理论

研究及实践，我国学者提出了相应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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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圈概念。1983 年，于洪俊、宁越敏
首次引入了戈特曼的研究，使用“巨大
城市带”的概念 [23]，而后姚士谋提出了
中国式的“城市群”概念及其英文表达
(Urban Agglomerations)[24]。1986 年，周
一星在分析我国城市概念和城镇人口统
计口径时，提出“市中心—旧城区—建成
区—近市区—市区—城市经济统计区—都
市连绵区”的中国式城市地域认知体系，
他指出“为发挥中心城市带动地区经济
发展的作用，不仅应该考虑到中心城市
的经济实力，还要考虑到周边各县的经
济联系方向”[25]。此外，王建提出了我国

“九大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构想 [26]，
胡序威等人提出了“城镇密集区”概念 [27]

等。总体而言，我国早期关于都市圈的概
念及研究在尺度上偏向城市群，且限于当
时社会发展水平、理论认知水平、技术方
法等，对于其空间范畴的科学测度，鲜
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2000 年后，我国相关研究得到进一
步发展。张京祥等人对“都市圈”概念
进行了系统阐述，将“都市圈”定义为
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以及与核心城
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
化倾向的邻接城镇与地区构成的圈层式
结构 [28]。张从果等人综合多方观点，建
议从等级规模、空间尺度、发展阶段等
方面对都市圈的含义进行明确细分 [29]。
在测度指标方面，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城市
规模、非农指标、通勤率等内容 [27，30]。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都市区”“都
市圈”“城市群”三个相似概念之间的
关联及差异进行了辨析，大致形成了三
者处于“城市—区域”发展的低、中、
高阶段的“演化论”，以及概念相似但
空间组织模式不同的“侧重论”等学术
观点 [31-35]。

2.2都市圈规划实践
2000 年以后，我国都市圈的规划实

践工作兴起，其中长三角、粤港澳的实
践最为典型。长三角的都市圈实践诞生
于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之下，2002 年，《江

苏省城镇体系规划 (2001—2020 年 )》提
出了南京、徐州、苏锡常三大都市圈概念，
之后三大都市圈规划获批实施，具有很
强的创新意义。“十三五”时期，长三
角一体化进程加快，2016 年，《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发挥
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
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南京都市圈、
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
宁波都市圈 5 个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
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除对都市圈提出多方面部署
外，还提出“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
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
圈”，以及南京—合肥、杭州—宁波、南
京—杭州等都市圈之间的协同发展等要
求。2021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

“十四五”实施方案》将上海、南京、杭州、
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发展规划的
编制实施工作列入了重点工作清单。目
前，《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成为《指
导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批复的首
个跨省都市圈发展规划；《上海大都市
圈空间协同规划》则成为国家首个跨省
域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日前已由“两
省一市”政府联合印发。

粤港澳地区的都市圈实践则经历了
从“沿湾发展”到“多圈联动”的发展
历程。2010 年以前，在城市群、城乡一
体化等规划实践的指引下，围绕湾区沿
岸构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
市区的战略构想逐步形成，期间衍生出
“广佛同城化”“深莞一体化”等概念。
2008 年，《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 (2008—2020 年 )》提出“形成粤港澳
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
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由此粤港
澳大湾区的建设思想贯穿了 21 世纪 10
年代。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强调“发挥香港－深圳、广州
－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
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广佛
同城化建设”。近年来，粤港澳地区越
发关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2020 年

5 月，《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提出“健
全都市圈，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机
制。科学制定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
汕潮揭、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同年，
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对五大都市
圈的目标定位及建设要求做出部署；《北
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发布，提出“双城
三圈”的空间发展概念，深港双城乃至
湾区融合发展迈向新阶段。推进现代化
都市圈建设成为粤港澳地区促进区域协
调、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探索制度融合
等的重要举措。

此外，京津冀地区则聚焦于首都圈
的建设构想；哈尔滨、武汉、西安等地
在早期也根据各自的需求出台过相关的
都市圈/大都市区总体规划。2019年，《指
导意见》出台后，相关技术标准及编制
规程研究已初步成型，官方机构文件也
屡次尝试对“都市圈”的概念进行定义
( 表 2)。目前，福州、成都、长株潭、西
安、重庆等地的都市圈发展规划已获批，
有望在促进区域协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我国都市圈的空间组织逻辑及
内涵界定

3.1与国外都市圈的空间组织差异
本文认为，近期我国官方文件对都

市圈采用“1 小时通勤圈”的空间范畴界
定方式，仍沿袭了西方实践的内涵与标
准。虽然西方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城市
地域识别及划分体系，但是我国现实国
情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异，相关指标、
方法不能生搬硬套。实际上，在相同的
可比尺度下 ( 以 150 km 为半径 )，中外
城市地域空间的内涵并不趋同。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都市圈形态是围绕着核心
城市形成的典型“中心—外围”结构，
而我国由于长期存在行政体系的制度区
隔，加之土地公有、分级管控、人均资
源较少等因素，先发地区的用地开发相
对紧凑，易于形成“分散式集聚”的“点—
轴”空间结构，或是“核心城市 + 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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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的无序扩张，应维护保护与发展
之间的平衡，为未来发展保有战略性留
白。对于已经形成的跨域通勤地区，要
充分顺应市场要素的流动，有序引导地
区空间结构优化并完善相应的保障服务
机制，但也不应过度鼓励、强调跨域通
勤这一“产、城、服”分离的价值导向，
而应侧重于经济、产业、社会、交通等
网络关联的一体化建构，以及跨域生态
环境管控等“城市—区域”发展和比邻
协调问题，以“分散式集聚”的多中心
网络代替“单中心极化”的空间发展模式，
从而改善“大城市病”等规模不经济问题，
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绩效。

综上，本文将我国现代化都市圈
(Metropolitan Region) 的概念界定为以一
个或多个具有区域带动力的核心城市及
其都市区作为功能空间主体，与周边存
在紧密的经济、社会及交通等网络联系
的城市及城乡一体化地区共同组成的功
能地域，一般为“1 小时交通圈”范围。
同时，都市圈应兼具地域邻近与跨域联

系特征，圈内各城市要保持空间结构的
相对独立性，其本质上是“场所空间”
与“流空间”共同作用下的现代化“全
球城市—区域”。都市圈作为我国落实
“双循环”战略的基本竞争单元，具有
参与全国 / 全球竞争、辐射带动区域 / 地
方的两个“扇面”的作用 ( 图 2)。此外，
围绕高等级城市的多个都市圈可协同构
建形成大都市圈网络。

　

4我国都市圈的发展应用议题探讨

综上所述，都市圈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一是作为基本统计单元，都
市圈单元的建立对准确剖析当前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特征具有重要作用；二是都
市圈将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引
领参与全球竞争的强大引擎；三是都市
圈是落实国家区域协调战略，以及实现
跨域治理、分工协作、城乡统筹等工作
的重要政策框架载体。基于此，本文认
为都市圈的发展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表 2  我国近年来对于都市圈及相关概念的官方定义

部门 / 机构
( 年份 ) 政策文件 相关概念定义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019 年 )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
市圈的指导意见》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
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 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
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自然资源部
(2020 年 )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指南 ( 试行 )》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编制指南 ( 试行 )》

都市圈：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与周边城乡在日常通勤
和功能组织上存在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地区，一般为“1
小时通勤圈”，是带动区域产业、生态和服务设施等
一体化发展的空间单元
城镇圈：以重点城镇为核心，空间服务功能和经济社
会活动紧密关联的城乡一体化区域，一般为“半小时
通勤圈”，是统筹城乡空间组织和资源配置的基础单
元，体现城乡融合和公共服务的共享共建
城乡生活圈：按照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求，围绕全
年龄段人口的居住、就业、游憩、出行、学习、康养
的全面发展的生活需要，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日常
出行尺度的功能复合的城乡生活共同体。对应不同时
空尺度，城乡生活圈可分为都市生活圈、城镇生活圈、
社区生活圈等，其中社区生活圈应作为完善城乡服务
功能的基本单元

自然资源部
(2021 年 )

《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规程》

都市圈是以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城市或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的城市为核心，以“1 小时交通圈”为基本范围，
包括与核心城市有着紧密的产业、商务、公共服务、
游憩等功能联系的各级各类城镇的跨行政区地域空间
单元

的“城市—区域集群”空间结构。
我国都市圈的通勤模式与国外的也

有明显不同，以双向通勤率③计算各城市
中心城区的通勤区范畴，选取国外具有
代表性的国际城市—纽约、伦敦、巴
黎、东京，以及我国的广州、深圳、武
汉、济南进行比较。一方面，从内向通
勤视角来看，欧美城市高于 10％通勤率
的空间半径为 60 ～ 100 km；而我国大
城市高于 10％通勤率的空间半径为 30 ～
50 km，与同属东亚地区的日本东京地区
(50 km)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
欧美案例城市中心城区的外向通勤范围
相较内向通勤有明显收缩，仅在中心城
区邻近地区有较高通勤率，这与我国的
案例城市内、外通勤相对均衡的特征形
成鲜明对比。可见，欧美案例城市的高
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高，就业职能高
度集中于中心城区，外围低密度的郊区
地带多为功能相对单一的“卧城”；而
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开发相对集中，用地
功能混合度较高，中心—外围的通勤联
系没有如欧美城市那样有明确的方向性。

3.2我国都市圈的概念内涵界定
空间尺度不同，对空间组织逻辑起

主导作用的要素流动亦存在差异。如上
文所言，西方的“大都市区”概念由通
勤等日常活动所定义，其辐射范围取决
于中心城市的功能规模，本质上是围绕
中心城市的区域劳动力市场及公共服务
市场，空间组织逻辑倾向于“场所空间”。
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即便是我国相对发
达的地区，密集频繁的城际人流交换也
仅存在于少数边界区域，这一定义、指
标在我国具有不适用性。相关研究表明，
对于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尺度而言，产业、
经济、商务等方面的联系在区域功能网
络的建构中具有主导地位，而地域空间
的尺度越广，其空间组织逻辑就越偏向
于“流空间”。从我国国情来看，都市
圈不应过分强调地理实体空间的跨域连
绵发展，尤其是在国土空间规划强调“三
区三线”刚性管控的背景下，要避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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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100人/ 平方公里的邻接县级单元)—
空间完整性校核 ( 补空 )—综合确定 ( 落
实国家战略、响应地方诉求 )。这一技术
路线相对合理，其还应对其他中小型都
市圈识别提供指引，完善我国都市圈空
间体系的认知架构。

4.2建立高效有序的动态监测及评估
反馈机制

目标导向不同，对于同一都市圈的
空间范畴认知也有差异。《规程》制定
的都市圈识别规则大致是基于未来规划
的交通可达圈范畴，除此之外还有基于
现状的交通可达圈范畴及基于现状功能
网络关联的实际绩效范畴的识别规则，
后两者的测度与认知对于都市圈发展的
动态监测及绩效评估十分重要。

基于现状功能网络关联的实际绩效
范畴识别规则，可用于都市圈发育状况
的定时监测，其测度的时间间隔可与相
对应的近期发展、建设规划期限保持一
致。当前，都市圈的测度指标可分为静
态与动态两部分，其中静态指标包含人
口经济规模、产业发展、非农化等属性
数据，动态指标则涉及反映经济产业关
联、通勤联系、物流联系等的要素流动
数据，这需要联合统计、工商、通信等
部门以及社会企业的力量，通过建立有

效的沟通渠道、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大数
据动态监管平台等措施，促进形成高效
有序的都市圈动态监管机制。同时，还
需形成良性互动的都市圈评估反馈机制。
例如，可通过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实际绩
效范畴与其交通可达圈范畴的综合比较，
判别哪些地区忽视了市场的潜在力量 ( 规
划协调不足 )、哪些地区因何种原因未能
实现规划目标 ( 规划超前、过度 ) 等，从
而为区域协调优化、治理提供依据。在
都市圈的跨域生态保护、产业协同发展
等方面亦可运用这一思路展开相应探讨。

4.3 明确都市圈规划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的定位

依据 2019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隶属于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中的“相关专项规划”，是“特
定区域 ( 流域 )、特定领域，为体现特定
功能，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
安排”，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
的编制主体是相关层级的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若干意见》还明确“相关专项
规划要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得违
背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因此都市圈
所在省市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具有战略
引领和底线管控的基础性作用，而都市
圈国土空间规划则要在跨行政区的特定
区域发挥区域协调等特定功能。

对于省内都市圈规划而言，省、市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作为基础依据；
对于跨省的都市圈规划，应当以全国和
所涉省市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依据。这
两类都市圈空间规划都应与其他领域的
专项规划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衔接。
不同的都市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
临的矛盾和诉求各异，其需要空间规划
协调的内容也存在很大差异，需要在规
划编制过程中深入研究和辨别。另外，
都市圈规划不应简单视为市级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的补充或上位规划的地域性深

4.1形成因地制宜的“城市—区域”
空间认知体系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
城镇化空间组织和演进规律不可一概而
论，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发展出都市圈、
城市群等高等级城镇化空间形态。在人
口稀少、地形复杂的地区 ( 如我国西北地
区 )，区域空间结构可能始终为围绕中心
城市的松散地域网络状态；部分省域、
区域中心城市则有条件培育形成现代化
都市圈；在人口连绵、地势平坦、城镇
密集、功能等级相对完备的地区 ( 如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 ) 则有机会发展形成大都
市圈、城市群等高等级空间形态。

对于有条件的发达地区而言，大致
可以建立“中心城—都市区—都市圈—( 大
都市圈 )—城市群”的“城市—区域”空
间认知体系，并且应对各层次空间范畴
加以科学测度。当前，《都市圈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
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已发布公示，其中
提出了“五步法”都市圈空间范围识别
流程，即识别核心城市 ( 一般为城区常
住人口 200 万以上 + 拥有高等级综合功
能 )—时空边界界定 ( 一般以“1 小时交
通圈”为界，超特大城市都市圈半径为
100 ～ 150 km，其他都市圈半径为 60 ～
100 km)—人口集聚校核 ( 纳入人口密度

图 2  我国都市圈的空间组织逻辑及其两个“扇面”职能示意图

高等级中心城市

图例

专业化节点 以经济产业、商务联系为主

二级中心城市 都市区
以通勤及日常消费联系为主
( 达到阈值 )

其他等级城市 ( 镇 ) 低密度村庄
及自然景观

潜在的通勤及日常消费联系
( 低于阈值 )

都市圈

大都市区

独立村镇

小都市区

镇村集群

区域及地方
层面

全国及全球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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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并非要另外建立一套空间要素管
控体系，而是要基于区域协调视角提供
针对性、补充性的策略和措施，重点关
注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建构和运作设计。

4.4构建“多规协调”的都市圈规划
编制体系

在《指导意见》及《若干意见》出台前，
我国发改部门和住建部门都曾基于各自
事权编制过相应的都市圈规划。发改部
门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为五年期的行动性
规划，重点关注国民经济的近期建设及
资金项目的具体落实等方面的内容，在
全局统筹及空间规划等方面具有局限性。
而住建部门的都市圈空间规划则是以空
间为基础的中长期规划，一般以国家、
省级规划或区域规划作为上位指引，但
其属于非法定规划，约束力不强，且因
追求全面的规划内容，规划事项往往超
出住建系统的事权范畴，导致其规划实
施大多流于形式。此外，二者之间还存
在着近期规划引领中长期规划的逻辑悖
论，以及规划范畴各异、技术标准不一
等冲突。

未来，都市圈规划的编制工作仍
要避免“多规打架”的乱象。可采用
“两规合一”的方式，即由发改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联同所涉及的省、市人民
政府联合发布都市圈规划，这一思路在
“十三五”期间发布的多个跨区域协调
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已有实践；或是采
用温和的“多规协调”方式，在各自规
划的空间范畴、技术标准、侧重内容、
衔接机制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建立良好的
互动运作机制。从内涵来看，都市圈空
间规划必定会涉及诸如产业空间、交通
等基础设施，以及重大生态环境和民生
建设等协调发展问题，而都市圈发展规
划本身就是基于特定空间范畴的规划，
因此在上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共同指导、约束下，
都市圈规划既要协调跨行政区的空间发
展诉求，也要协调各项建设发展与空间
资源开发保护的关系，这是一个统一的

过程，未必要形成两个规划。中央相关
主管部门也要改变观念，切实加强部际
合作，以形成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统
一指导和监管机制。

4.5完善都市圈组织机构及实施保障
机制

从国际视角出发，西方国家经过长
期的探索，相应政策及保障机制趋于完
善，可为我国提供经验借鉴。例如，日
本长期以来都重视国土规划的政策立法、
规划编制及实施应用，其“大都市圈”
制度以三大都市圈 ( 首都圈、近畿圈、中
部圈 ) 的 ( 开发 ) 整备法作为基本骨架，
三大都市圈依法编制并实施了多轮 ( 开
发 ) 整备规划，同时各法案将对应圈域划
分为不同的政策区域，以实现因地制宜
的精准施策。同时，三大都市圈规划与
国土改革后的广域地方规划相互协调，
完善了日本的国土规划体系。法国则强
调自上而下的干预措施，其最高等级的
市镇联合组织 (EPCI)——大都市区具有
法定地位，拥有立法权及规划编制职责，
事权广泛，拥有部分地方权利和上级行
政区下放的权利，以及独立的税收系统
及财政管辖权。大都市区组织机构主要
负责编制两类规划，一是对于成员市镇
的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领土协同规划 (SCoT)，二是具有法定地
位的城市规划。此外，大都市区组织机
构还负责为成员市镇制定相应法规，但
发放建筑许可的权力仍保留在各个市镇
政府。德国的大都市区域政策根植于联
邦下的高度自治制度，作为自发性、战
略性、象征性的政策框架，德国大都市
区域由空间规划部长会议 (MKRO) 所划
定，由 IKM 倡议组织负责组织定期工作
会议，就重大项目、发展问题等展开讨
论和决策；大都市区域通常设有区域规
划协会，在区域规划、景观规划、公共
交通规划等方面发挥作用。如斯图加特、
汉诺威、鲁尔区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地区
议会，形成具备处理各类大型事务能力
的大都市政府；鲁尔区及法兰克福、莱

茵美茵地区则将土地利用规划的事权从
地方转移至区域规划协会，创设了比传
统区域规划更易落实的区域土地利用规
划等。

从国外经验来看，其大都市区域政
策主要有如下形式：①通过立法确保大
都市圈规划编制及实施的权威性；②构
建具有法定地位及广泛事权的大都市圈
区域级政府；③以城市联盟的形式定期
开展协商会议；④建立常设性的区域战
略研究机构等。当前我国一些已经形成
或正在谋划都市圈的地区(如南京、杭州、
南昌等 ) 已有较为稳定的市际联席会议
制度及相应的合作协议，如南京都市圈
城市发展联盟、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
联盟及规划研究中心等类似的倡议合作
组织和研究机构正在发挥作用。但总体
而言，我国仍缺少相应的法律保障，相
关领域的制度框架在完整性、权威性及
约束力等方面存在不足。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正在研究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法》，
该立法通过后，国土空间规划将正式成
为法定规划，包括都市圈空间规划在内
的相关专项规划有望被赋予相应的法律
地位。

5结语

对都市圈的概念内涵及其空间组织
逻辑的科学认知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以及都市圈发展已有
了全新嬗变，相关研究与实践要基于我
国国情，把握新的变化，进一步建构中
国化的都市圈理论。同时，都市圈不仅
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空间
现象，还可以作为政策目标，有序促进
区域协调及一体化进程，其发展建设是
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在这一过程中，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
之间的关系，遵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当务之急，则是要进一步明
确并充分发挥都市圈规划在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完善都市圈
规划审批、实施监督、技术标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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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四大支撑体系，并积极探索各层级
的组织架构及运作机制。此外，对于涉
及都市圈规划及建设具体内容的相关领
域，如综合交通建构、产业协同发展、
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保共治等亦需进
一步研究和探索。

[ 注　释 ]
①某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又称 R

指数，当 R 指数趋于 1 时，地区经济—人
口发展趋于动态平衡；高于 1 则表明地区
仍有进一步吸引人口集聚的潜力。

②内容来源于《马斯特里赫特欧共体条约》
第 130 条。

③双向通勤率中，内向通勤率为某行政单元
前往中心城的就业人数与该单元全部常住
就业人数之比，外向通勤率为中心城前往
该单元的就业人数与该单元全部就业岗位
之比。国际案例数据来源于各个国家的统
计局，国内案例数据通过联通手机信令数
据测度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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